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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郊区农民城市化路径研究

甘颖
（武汉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农民城市化的发展样态是学界极为关注的研究主题，而城市化对象本身也存在差异。由于大城市郊区农村的独

特性，使得其城市化必然与一般中西部农村城镇化存在截然不同的规律和特点。通过对武汉市近郊农村的实地调研发

现，当地农民家庭并不止步于原有的低度城市化，在居住环境、就业选择以及生活方式等三个方面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追

求，可以认为城郊农民家庭正在经历一场深度城市化。因此，通过对其表现形式、动力来源以及实现方式进行相应的分

析和解释，以揭示城郊农民深度城市化的实践逻辑，从而深入理解城郊农民家庭的城市化行为，进而对中国城市化进程

与发展进行更为深入和细致的探索与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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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统计，我国城市化水

平正在快速提升，从 1978年至 2018年，我国城

市化率由 17. 92%上升至 59. 58%，面对快速发展

的城市化，李克强总理提出，当前我国城市化要

义在于“人的城市化”，即人可以顺利进入城市

进行生活、生产，截至 2018年，有 9000多万农

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1］。可以说，农民城市化

不仅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也是几千万农民

家庭的奋斗根本，那么，城郊农民作为 9亿农民

中的一员，在已经实现城市化的目标后，其城市

化样态是止步不前还是继续发展？是否因为特殊

的城郊区位使得他们的城市化轨迹与普通的中西

部地区农民有所不同？这成为本研究想要讨论的

问题。

城市化在学界已经有很长时间的研究历史，

吴友仁在 1979年发表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城市化

问题》 的文章后，中国的城市化研究就得到了快

速发展与推进。此后，学界从国家城市化战略出

发，对城市化进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2］，可以

说，当前学界对于城市化类型的研究主要有两种

视角。第一，宏观政策视角。所谓的“农村城市

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大中城市转移的“城化”过

程，即通过城市来吸纳农村人口、农村人口向大

中城市转移积聚、城市不断扩大的三个过程［3］。

其中，半城市化被认为是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最

明显的一种样态，即农民并未完全嵌入城市，在

体制、社会生活和社会认同上均未完全整合的状

态［4］，其结果导致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城市，摇

摆于城乡之间［5］。于是，厉以宁在“半城市化”

的背景下，认为想要真正促进农民城市化，就要

从根本上改革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6］，建立城乡

融合的城市化发展模式。第二，农民家庭策略视

角。渐进式城市化被誉为极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化

道路［7］，而渐进式城市化得以实现的基础在于家

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父代为子代在城市立足提

供了经济资源和家庭照顾，让年轻人可以顺利进

入城市，减少经济和家庭负担，从而更好地适应

城市生活［8］。因此，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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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地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的城市化发展秩序，通

过“新三代家庭”接力式代际支持的方式，为子

代城市化提供经济和代际资源支持［9］。可以说，

农民城市化的实现机制，一方面可通过相关的地

方发展需要和政策倡导得以实现，另一方面以农

民家庭为单位自发地“恩往下流”，帮助子代顺

利实现城市化［10］。

综上可知，学界主要从宏观的政策视角与微

观的农民家庭视角对城市化的整体样态进行了深

入的分析与解释，并对中国现有的城市化发展状

况进行了很好地表述。但是以上研究都是关于一

般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的研究和表述，并未注意到

一些特殊农村，如城郊村的具体城市化样态。我

们一般对城市化类型或者样态的理解，可以认为

它是由表现形式、动力来源以及实现方式这三个

部分共同形塑而成［11］，可是城郊村和一般农村的

城市化在这三个因素上却存在明显的差异。首

先，中西部地区农民的城市化在居住、就业和生

活三方面是被切割的，年轻人一般就业在大城

市，居住在县城，生活面向在城市；而中年人一

般就业往返于县乡与村庄、居住在村里，生活面

向在村。但是城郊村农民的城市化在居住、就业

和生活上是一体的，是在同一场域下完成他们的

城市化目标。其次，中西部地区农民城市化的动

力主要在于婚姻和教育，但是对于城郊农民而

言，区位优势使其成为婚姻高地，同时城乡一体

化使之拥有比中西部地区农村更好的教育机会。

最后，中西部地区农村代际支持中的经济支持主

要体现在婚姻、教育等阶段性大事上，但是，城

郊地区农民家庭为子代提供的经济支持是日常性

的，生活化的，并不局限于某一事件或时间段。

可以认为，因为城郊村的独特性，使得它的

城市化必然会存在与一般农村城镇化迥然不同的

规律和特征。因此，本研究认为要全面理解中国

城市化进程，就要对城郊村城市化的规律和特征

进行一个单独认识，所以，本研究以大城市郊区

农村作为研究对象。这也表明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在于城市化研究对象的创新。

所以，基于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和思考，认为

大城市郊区农民的城市化应当要被作为一种单独

的城市化样态进行讨论，并结合在武汉东西湖区

的实地调研发现，大城市郊区 （以下简称城郊）

的城市化不同于中西部地区的浅度城市化，其呈

现出一种深度城市化的样态。在当前的时代背景

下，农村家庭发展普遍以家庭再生产作为主要目

标。在中西部地区，一般家庭的发展目标只需要

在县城里买房、就业和生活就可以实现。但是城

郊地区的农民家庭尤其是年轻群体，不仅要在城

里买房、就业和生活，他们还会对住房区位、就

业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有更高的要求。可

见，城郊农民在完成一般城市化目标之后，并没

有停止城市化的步伐，相反，还表现出继续城市

化的趋势。本研究通过对其深度城市化的表现形

式、动力来源以及实现方式进行描述和讨论，以

更好地理解城郊农民家庭的城市化行为，从而对

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发展有更深入的探索和推进。

本研究的实地调研案例来源于武汉东西湖农

场 S大队。其幅员 266公顷，14公顷宅基地，人

口 1157人，319户，其中劳动力 （18岁以上 60岁
以下） 585人，基本农田有 247公顷，以种养殖为

主，农田种植主要是水稻、玉米和葡萄，养殖则

以四大家鱼为主，有 22公顷鱼塘，虾蟹养殖有 13
公顷。大队年轻人在城里或者村里拥有一份稳定

的工作，收入大约为每个月 3000~5000元/人，

而中老年人大多是农场职员，退休后收入也有

2000元/人，呈现出个体收入不高，但是家庭收

入不低的特点，并且队内的农民家庭大多已经实

现了城市化，房子地处区政府的所在地W街道。

二、从“浅度城市化”到“深度

城市化”：城郊农民的城市化变迁

对于城郊农民而言，他们虽然已经实现了居

住、就业和生活在城市，但其本质是一种“浅度

城市化”，即居住位置边缘、就业方式低端以及

低限度消费［12］。

（（一一）） 浅度城市化的典型特征浅度城市化的典型特征

1. 居住区位边缘化。居住城市化是当前城市

化的基本门槛，任何人想要进入城市生活，都必

须要有房子作为安居的前提。因此，进城买房成

为城市化的基础性配置。那么，农民要想进入城

市居住，一般都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城市扩张，

农民失地进入城市居住；另一条是农民通过半耕

半工的家庭生计模式在城里购房、定居。对于城

郊地区的农民而言，由于其特殊的区位和城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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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扩张的需要，农民在政府的引导下，通过集中

征地拆迁、土地换社保和安置房建设等方式，可

以整体性、集中性地实现农民进城。于是，依托

于土地城市化，被迫失地的农民家庭可以轻松地

实现进城居住，实现居住城市化。但由于城市空

间有限，农民无法通过土地置换的方式进入城市

中心区居住，相反只能居住于城郊等偏远地带。

因此，农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

“空间困扰”。一方面，征地拆迁社区基本位于城

市的边缘位置，属于城乡一体化中的“乡”，具

体表现为在居住环境、周边公共配套设施以及教

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上的欠缺。另一方面，由于安

置社区统一的空间布局，社区的空间范围相比农

村来说大幅缩小，很多农民在原有生活方式未转

变的情况下，出现随意占用公共资源、争夺公共

空间等现象［13］。

2. 低端非农化就业

农村城市化的起点和外在形式是农民职业的

非农化［14］，而农民非农化的原因在于城镇有大量

就业机会可以吸纳和转移农村劳动力。实际上，

城郊农民很早就已经实现了非农化。一方面，城

郊地区的务农收入低于务工收入，因此，很多城

郊农民很早就将土地承包出去。如东西湖区虽然

作为武汉的农副产品供应地，但是农民的就业方

式却不是农业，他们以每公顷 10 500元的价格承

包给安徽省和浙江省等外地人，自己则选择务

工，即使还存在部分农民种地的情况，这些人要

么是有农业生产技术，可增加收入，要么是进行

辅助性的农业生产，满足家庭的自给自足需求。

另一方面，大城市郊区的就业市场发达，能提供

包括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内的一系列产业机

会，而这些产业的发展又能为城郊农民提供大量

的就业机会。随着产业发展和流动人口增加，在

城郊地区也催生出了大量低端、灵活的就业方

式，如流动小吃摊、临时菜摊等“地摊”产业应

运而生。这些非正式就业既解决了低技能、年龄

大等不具备竞争优势的老一代农民工的生计问

题，又对本地家庭剩余劳动力有很好地吸纳，从

而实现城郊地区农民的就业非农化。

3. 低层次消费水平

对于城郊农民而言，安居、乐业已经可以得

到保障，那么如何适应城市的生活，其生活方式

的转变是其城市认同感强弱的重要指标。农民进

入城市后的归属感越强烈，其习得城市和现代化

生活方式的能力越强，进而形塑出他们的消费需

求和消费特征［15］。虽然，城郊农民很早就接受城

市文化的熏陶，城市融入感较强，但其消费能力

还处于较低的消费层次。以武汉市的汉阳区为

例，农民工主要以基础性的衣食住行开支为主，

90%进城农民在基础生活支出占月实际支配收入

的一半以上，而用于交友、人情及娱乐方面的消

费支出在 10%以下，用于学习技能培训的自我发

展型消费在 5%以下，可见，进城农民的生存性

消费支出所占比例偏大，而发展和享受性消费支

出过少［16］。同时，农民家庭虽已在城里买房，但

子代还未完成家庭再生产，父代受阶段性人生任

务的影响，他们在潜意识里以节省的生活方式为

子女成家积累资源，以家庭积累作为日常城市生

活开支的底线。

总体来看，城郊地区农民较为容易地实现了

居住、就业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但是，农民城市

化不仅仅是获得城市户籍，也包括在城市的稳定就

业、收入与支出匹配等农民市民化的指标。而从市

民化的角度来看，城郊农民也并未彻底融入城市，

这就导致其仍然处于“半城市化”的状态，即农民

进城只是实现了较为低层次的城市化水平［17］。

（（二二）） 深度城市化的表现形态深度城市化的表现形态

1. 居住空间的改善：从边缘区到中心区

对于农民家庭而言，进城购房不仅仅是他们

城市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就业、子代发展以及经

济能力提升等因素导致的结果，而对于在城市已

经拥有一套房的城郊农民而言，他们在顺利购房

成为新市民后，不仅会继续购置房产，还对房子

所在的区位有一定要求。例如 6组王某的女儿在

2008年时已经在W街道购买了一套 120㎡房子，

买房的原因在于离公司近，比较方便。但是他们

现在却在 Q区又购买了一套房子，虽然面积不足

100㎡，价格也要近 2万/m2，但胜在环境和教育

质量比W街道强。农民对房子的区位要求不仅在

于有一个居住的处所，更在于周边辐射的公共服

务，尤其是年轻人对于教育、日常生活消费的需

求较高，因此，他们对于周围环境的要求也高于

老一代人。“很多外地人都羡慕我们是武汉人，

虽然是郊区，是农村，但是我们大多数都能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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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我们组 （一组） 几乎一大半都在W街道买了

房，我自己觉得挺满足的，但是，（儿子） 有点

能力，还是愿意往汉口和武昌去，毕竟老城区，

各方面发展都比我们好。”（20190823⁃CWD） 可

以看到，城郊地区农民居住城市化的重点并不在

城郊，城郊的房子只是作为暂住地和过渡站，他

们的最终目标是向着更靠近市中心的区域转移。

2. 就业方式转变：从非正规就业到正规就业

城郊地区农民的经济模式不同于中西部地区

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受当地经济发展和城市建

设的影响，当地存在大量的就业岗位可供劳动力

群体选择，但这些工作大多以非正规就业为主，

而非正式就业有其收入较低、时间不固定和相应

就业保障不到位等特征，这也让很多年轻人不安

于现有的工作现状。因此，他们的就业方式就从

非正规就业向正规就业转变。在本地，年轻人一

般会选择进入工厂、企业或者机关部门就业，这

样整体的就业质量就有一定的保障。首先，就业

时间充分。不同于非正规就业，正规就业时间不

受市场和天气等因素的影响，基本能达到 300天/
年的就业时间，朝九晚六的单位制就业时间，就

可以保障年轻人单位时间内的基本收入高于非正

规就业。其次，收入稳定。非正规就业的就业时

间决定了其收入较低，而正规就业的收入较为稳

定，是按照政府制定的最低收入制度来发放工

资，还会叠加相应的绩效收入，并且收入水平与

就业者所拥有的技能和学历水平相挂钩，条件好

者收入则优。最后，社会保障的相应供给。正规

就业单位一般会为职工购买五险一金，即使是单

位的非编制人员，也会为他们购买四险一金或五

险一金，充分的社会保障也让他们在家庭发展需

要以及发生意外事故时，可获得相应的经济补贴。

3. 生活方式的升级：从基础性消费到享受、

发展性消费

农民在城市的生活与消费模式是与其立足于

城市内在的需求方式相对应，当前其消费方式已

经由简单的“赚票子、娶妻子、生孩子”的消费

方式向更好适应城市生活节奏的娱乐、享受型消

费特征转变［18］。其中，年轻人的消费内容与消费

水平变化最大。一方面，消费的内容扩大，他们

以前的消费内容主要是基本的吃穿住行，但现在

的消费大部分向个体的休闲娱乐以及子代的教育

开支等方面扩展开，尤其是子代教育开支的占比

越来越高。目前我国城市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的

消费已占家庭总消费的 35%，占家庭总收入的

30%［19］。另一方面，随着消费项目的增多，消费

金额也在上涨，城郊年轻人的刚性消费开支基本

达到 15万~20万，已然达到城市中产阶级的消费

水平。例如，陶某，武汉 D区 S大队干部，年收

入 9万，每年的生活开支有 20多万元。这主要包

括 9个方面。一是买衣服。每件 1000元，每年 2
万~3万元；二是小孩教育费用。学费 6000元，

培训班 1万元；三是化妆品每年 1万元；四是儿子

和老公保险费 2万元；五是房贷 6万元；六是车子

花费 2万元；七是人情开支 1万元；八是聚餐吃饭

1万元；九是旅游花销 2万元 （20190816⁃DP）。可

以看到城郊农民在进入城市后，已然实现了居住、

就业和生活方式的浅度城市化，并很快适应城市

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成为城市“新市民”。可

即便他们已经实现城市化，但仍用发展的眼光来

不断提高当下的城市生活质量。于是，在就业方

式、居住空间和消费方式等三方面都产生相应的

递进，最终形成以年轻人为导向的城郊家庭城市

化，从居住边缘到中心，从非正规到正规就业，

以及生活方式从基础性消费到享受性、发展性消

费的三位一体城市化质量不断提升的样态。

三、深度城市化的动力：以城市

优质的教育服务为核心

农民进入城市生产、生活受到不同因素的驱

动，而城市化的驱动力会转化为农民家庭的发展

目标，不断促使农民家庭调整家庭策略以实现目

标。不同家庭对于城市化的定义不同，其城市化

的目标会存在差异，结果是所追求的城市化水平

会存在明显分化。而城郊农民家庭的城市化动力

从原初的阶层竞争向阶层流动转变，进城不仅为

面子，还为享受城市内部优质的教育服务和资源。

（（一一）） 以面子竞争为基础的农民城市化目标以面子竞争为基础的农民城市化目标

城市化作为当代农民家庭极其重要的一项家

庭发展目标，对于一般的农民家庭而言，实现家

庭再生产是农民家庭城市化的基础性目标，其

中，父代进城购房，增加子代在婚姻市场中的竞

争力成为大部分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最首要的动

力。但是对于城郊农民而言，由于经济发展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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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其本身就处于婚姻市场的高地，不愁儿子找

不到媳妇，所以，家庭再生产的目标并非作为城

郊农民进城的主导目标。但农民即使不为子代成

家买房，他们也存在进城买房的需求。对他们而

言，进城买房是一种满足村庄阶层竞争的体现［20］，

买房并非刚需，但却并非充分条件，因为别人进

城买了房子那我也要买，房子成为日常村庄竞争

的标的物。这源于村庄是农民生产生活、价值评

判的重要场域，如果农村男性能够在城市购买一

套房子，就意味着他和城市男性一样，从农民阶

层转变为城市阶层。其阶层身份的优越性也让他

们在村庄面子竞争中占据一定的优势，熟人社会

的舆论传播会让其阶层之间的差异被不断拉大。

于是，趋于阶层竞争压力和面子竞争，农民家庭

很容易出现“盲从”行为，进城买房就成为农民

非刚需、但又不得不做的事情。

城市本身对农民的吸引力促使农民选择进城

购房，受地区城市化发展规划的影响，时空高度

压缩的城市化进程为农村青年群体的现代化生活

方式提供了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再加上城乡之

间便利的交通，使得其较早地习得城市的生活气

息，因而他们的城市化冲动是在城市生活的浸染

中萌芽出来的。进而城郊农民或者新市民的城市

化实际上就被卷入到城市发展系统之中。

（（二二）） 以教育为导向的公共服务需求是农民以教育为导向的公共服务需求是农民

深度城市化的根本深度城市化的根本

就当前的城市而言，城市化的发展轨迹不仅

在于让农民成为市民，更重要的是要为他们解决

就业、安居、教育、医疗和交通等问题，并为其

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21］。通

过对城郊农民的多次访谈发现，对于大多数农民

而言，进城买房成为市民不是最关键的，下一代

能够在城市接受良好的教育才是其真正城市化的

关键。对于农民家庭而言，城市不仅意味着有更

好的教学质量，在学校管理方式、班级环境以及

课业辅导等方面都比在城郊地区要强。

那么，家庭为子代追求更高层次教育质量的

背后，实质为职业选择存在差异性，优质的就业

岗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教育水平决定的，并且岗

位的好坏还会影响其社会地位。布迪厄认为，教

育作为文化资本的重要构成部分，可以转化为经

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一方面，在同等工作岗位的

基础上，学历越高收入就越多；另一方面，越是

体面的职业越能彰显社会地位。可是当下的教育

培养并非精英化的培养，而是平民化的培养，但

是教育资源并非拉平化，而是逐步走向市场化。

之所以会走向市场化，在于有限的优质就业机会

和庞大的人口基数存在张力，而教育是普通人通

向优质就业机会的唯一有效渠道。如果子代无法

在学校获得良好的受教育机会，不仅很有可能变

成问题青年，还会在社会竞争中被淘汰。同时，

哪怕他们进入社会之后再参与竞争，但竞争的对

象却变成了资本，成功的概率更为渺茫，这就可

以解释很多农民家庭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就是为了

让子代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那么，教育作为公

共服务的重要内容，自然成为很多家庭重点关注

的对象，尤其是已经实现城市化的家庭，对于教

育的作用更为重视，这是其可以获得优质职业并

且实现阶层流动的开放渠道。因此，农民家庭对

于教育等公共服务的追求成为其深度城市化的动

力以及阶层跃升的重要基石。

可以说，农民城市化的动力都是围绕其生活

需求和阶层需求而展开的，在农民已经实现市民

化之后，他们就开始追求更高质量的城市化。城

市化不仅是一代人的进入，也是下一代人的融

入，所以他们会更加在意教育，追求本身的阶层

晋升意义。由此可见，我国的城市化是一种吸引

性的城市化，中西部的农民以农村作为保障，以

进城作为阶段性目标而产生渐进式迁移。而城郊

农民则以中心城区作为方向，以城市内部的优质

教育服务作为发展性的目标，以实现家庭下一代

中产化的递进式跃升。

四、深度城市化的实践机制：从

房产投资到教育投资

对于农村家庭来说， 进城买房和重视教育这

两个目标， 是家庭追求阶层流动的短期目标，

也是阶段性目标［22］。而家庭发展目标却无法通过

一代人的力量来实现，在家庭经济能力有限的情

况下，只有通过代际支持的方式方能帮助子代实

现城市化。

（（一一）） 代际支持与子代城市化代际支持与子代城市化

代际支持是当前我国农民家庭城市化最为直

接和有效的途径，在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

40



甘颖：大城市郊区农民城市化路径研究

中，“家庭本位”赋予中国家庭更大的能动性和

自主性，形成了“个体—家庭—社会”的结构模

式。家庭不仅是资源、权力和伦理等要素的拼凑

叠加，而且还是一个有机实体：家庭不仅具有超

越于家庭成员个体之上的价值，且具有相对独立

于社会系统的自主性［23］。基于此，家庭在面对现

代性的冲击之下，不仅没有呈现出家庭结构消解

的样态，相反还在家庭内部自发地形成一套家庭

发展秩序，来应对家庭再生产、扩大化家庭再生

产等家庭发展目标，以代际支持来实现家庭向上

流动的目标和任务。因此，以传统中西部地区农

村为代表的新三代家庭，和以城郊农村为代表的

新联合家庭就成为农民家庭城市化的重要支持，

而家庭成员的支持既包括经济支持，也包含劳动

力支持，父代不仅需要在经济上支援子代在城里

买房、安家，还要成为“老漂”帮助带孙子，为

子代的城市化减轻经济压力和生活负担。

（（二二）） 家庭房产投资与城市化实现家庭房产投资与城市化实现

无论是城郊农民还是中西部地区农村男性，

仅凭借自己外出打工到城里买房已超出其经济承受

能力，这客观上需要父代进行代际支撑才能完成，

于是，父代就成为子代进城买房的重要力量。

城郊农民进行房产投资主要是依靠家庭收入

不低的本地务工机会，高家庭积累是城郊农村家

庭可以顺利城市化的保障。由于本地就业市场的

优势，可以很好地吸纳本地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

场工作，实现城郊农民家庭的就业非农化。所

以，家庭可支配劳动力的务工收入就高于一般的

中西部地区，年轻人一般都会进入企业、工厂或

者机关单位工作，每个月有 3000~6000元的收

入；对于四五十岁的劳动力可以选择做保安、联

防队员或者进厂做一线工人，也有 3000~4000
元/月的收入；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也有工作机

会，比如绿化、保洁、环卫等工作，一个月也有

2000多的收入；即使是 70岁的老人，也可以从事

和水泥等散工，收入也有 100元/天。虽然个体所

能获得的收入与年龄、性别与劳动技能等多重因

素相关，但是整体的家庭收入却是个体收入的整

合。城郊地区农村依靠于本地务工市场，整体家

庭成员可以被完全嵌入到劳动力市场中，每一份

就业机会，都能帮助子代顺利进入城市，实现城

市化。这也是他们与中西部地区农民“半城市

化”的不同之处，本身家庭经济积累能力能为子

代的城市化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与保障，从而实

现子代家庭的完全城市化。因此，城郊村农民进

城购房的比例较高，如东西湖区农民进城购房率

可能达到 80%~90%，父母都会为子女购置一套

房子，虽然地理位置比较偏，但子代在城市就有

了一处安身立命的地方，生活不至于太窘困。

（（三三）） 家庭教育投资与城市化实现家庭教育投资与城市化实现

如果将城市阶层划分为贫弱阶层、普通阶

层、中产阶层和富裕阶层，那么农民所实现的城

市化主要是一种初级城市化。进城农民只是成为

城市普通阶层，如果进城农民对子女的期待只是

过普通阶层的生活，只要能够在城市找到一份可

以支付生活开支的工作就可以了。如果进城农民

还想进一步城市化，即中产化，那么他们就会存

在三笔开支，自住房的房贷开支、城市生活开支

和教育投资。那么，父代的支持并没有随着子代

结婚和进城购房而结束，父代仍然要在日常生活

中支持子代，即产生“啃老”现象。

在 S大队调研时发现，当地农民家庭对孩子

的教育投资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日常课业

辅导。该地区的学生从小学开始便参与正规的市

场化培训，一般的家庭都会为孩子选择辅导班。

在访谈时不少家长都表示，送孩子上辅导班实属

无奈之举，毕竟周围人都在补习，谁也不想让孩

子输在起跑线上。并且，每年给孩子上辅导班的

费用并不低，这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以一

个初中生为例，每年投入在他身上的补习班费用

就需要 1万~2万元，其中补习的内容包括应试教

育考试的科目，就连作文写作都被纳入到补习的

范畴。在访谈时，一个初中生向我们“诉苦”：

除了政治，所有的科目他都补习过。而补习的时

间除去正常的寒暑假，孩子在周末也要参加补习

班，密集的补习不仅让农村家庭的教育竞争愈演

愈烈，也成为家庭一笔不小的开支。另一方面，

兴趣、特长班培训。如果说孩子在上初中之后主

要的辅导来自课业辅导，那么在小学、幼儿园阶

段，则以兴趣班、特长培养的方式开展教育投

资，因为兴趣、特长可能会让孩子在未来的入学

考核、评奖中增加胜出。因此，特长培养和学业

辅导成为当地家庭最为重要的两项教育投资，由

此当地家庭一年花在教育上的费用高达 2万元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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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同时，教育环境同样重要，这决定了孩子的

教育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所以，这也是很多家

庭选择优质学区的重要因素。

可以看到，农民家庭对于子代教育的投入是

巨大的，而教育投资不仅需要为子代提供一个良

好的教育环境，还要为孩子提供各种课业辅导与

兴趣培养，教育投资的巨大费用，这对家庭经济

实力有一定的要求。同时，孙代实现中产的目标

是全部嵌入于整个家庭的发展目标之中，因此，

父代有“义务”帮助子代家庭减轻一部分的经济

负担。而父代能够提供的教育投资分为大额的一

次性开销和小额的日常开销。

一方面，学区房的首付。对于子代而言，优

质的学区房价格远比一般地区的房价要高，东西

湖的房价在 1万左右，但是在其他中心城区的房价

远不止 2万，而仅凭子代的工资收入难以在短时间

内支付首付。因此，很多城郊地区的农民家庭，

都由父母支付首付，由孩子支付贷款，以双方共

同承担一部分的方式购买优质教育资源的房子。

另一方面，日常抚育的不间断经济支持。父

代除了本身务工积蓄外，土地流转费、养老金以

及房租都能成为农民家庭的经济收入来源。首

先，土地流转收入，在本地，农民每年获得的土

地流转费为 10 500元/公顷，每户至少有 1. 3公顷

承包地①，每个农户家庭的土地流费用至少有 1. 4
万。有的农民会保留 0. 1公顷地，在 60岁之前

“一边拿退休金，一边种地”，减少生活开销。其

次，养老金收入。东西湖是农场体制，1993年之

前，国家为每一个农场成员都购买了社保，虽然

在 1993年农场改革后，新进成员都是自然人，但

是他们也会选择自行购买社保。所以，每个职工

的退休工资都在 2000~3000元/月不等，两个老

人一年的退休金就有 7万元左右。最后，房租收

入。由于城郊地区距离城市的空间距离近，通勤

时间短，深受没有能力进城买房的外来务工人员

青睐，有一些小组甚至有 60%的来汉务工者，他

们大都选择租一居室，面积大约是 30m2左右，价

格大约为 800~1000元/月。因此，郊地区农民家

庭父代的收入情况较好，一般有土地收入、多份

打工收入 （五口之家可以有 3~4份打工收入）、

地租收入和退休金收入等多重收入。而他们会将

一部分收入用来支持子代家庭的生活开支。笔者

在调研时发现，不少父代都或明或暗地为子代提

供经济支持，有的父母每个月会给孩子打钱，多

则 3000元，少则 1000元，作为一种经济资源输

入给子代；有的父母则选择间接给孩子钱，通过

为孙子缴纳补习班、兴趣班费用的方式，间接减

轻子代的经济负担。

五、结论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当前我国已经

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变。相较于普

通中西部农村，城郊农民依托于特有的文化和经

济基础可以轻易实现居住、就业和生活方式的浅

度城市化，但城郊农民的城市化并未由于已达到

基本城市化目标而停止，相反还存在“二次”城

市化的倾向，这种特有的大城市郊区农民家庭城

市化类型和样态可以被称之为深度城市化。本研

究通过对其表现形式、动力来源以及实现方式等

三方面的分析和论述来解释城郊农民家庭的城市

化逻辑。首先，居住城市化、就业城市化和生活

方式城市化并非农民城市化的终极目标，他们还

存在居住空间从边缘到中心，就业方式从非正规

就业到正规就业以及生活方式从低消费到高消费

的三重提升。其次，触发城郊年轻人深度城市化

的根源在于，优质的教育资源向城市中心集聚，

而教育资源是决定子代阶层跃升的重要工具。因

此，形成了以城市优质公共服务需求为核心的深

度城市化动力。最后，城郊地区之所以可以满足

子代家庭的深度城市化目标，在于父代能为子代

提供的代际支持，而代际资源更多是以教育投资

的名目向下传递给子代。父代由于较为丰富的经

济收入，可以为子代提供关键大额和琐碎小额的

经济资源，让子代家庭逐步地向更高阶层迈进，

从而更好地实现他们高品质的城市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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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urbanization path of farmers in suburbs
GAN Ying

（School of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peasant urbanization is a research theme that the academic circle pays close attention to，and the
urbanization objects themselves are also different. Due to the uniqueness of the countryside in the suburbs of big cities，its urban⁃
ization is bound to have completely different laws and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general urbanization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ural
areas.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s in rural areas in the suburbs of Wuhan，it is found that local farmer families do not stop at the
original low ⁃degree urbanization，but have deeper pursuits in the three aspects of living environment，employment choices，and
lifestyle. Is experiencing a deep urbanization. Therefore，through corresponding analysis and explanation of its manifestations，
power sources，and realization methods，to reveal the practical logic of the deep urbanization of rural farmers in the suburbs，so a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urbanization behaviors of rural farmers' families in the suburbs，and then influence the process of urban⁃
ization in China. Develop more in⁃depth and detailed exploration and advancement.
Keywords：Deep urbanization；Suburban peasant families；Educational investment；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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